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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匹配数据，运用

ＧＭＭ 方法实证分析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１）我国

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下降幅度为 ２３􀆰 ９１％，各地区之间存

在差异，东部最低，西部最高。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专精特新”负相关，即制度性

交易成本越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创新水平越高。 （２）制度性交易成本的

降低有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民营企

业迈向“专精特新”，这种助力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进入来实现。 （３）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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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我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 ２０１５ 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提及的概念。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之

一。 本文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由特定制度产生的交易成本。
②　 商事制度改革旨在简化登记注册流程，放宽工商登记条件，减少企业开办和业务办理时间，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企业

创新创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ｂｏｖ．ｃｎ。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科技创新自立自强，大力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专精特新企业是推动我国企业创新的主力军，也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 然而，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困扰下①，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生存

与发展受到较大限制，潜在的小型企业难以发展成现实企业，这不利于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 据统

计，我国 ２００６—２０１２ 年新登记的企业法人增加率均不足 １０％，这一情况直到 ２０１４ 年我国商事制度

改革后才逐渐好转②，２０１４ 年后私营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见图 １），且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私营企业

占比也在逐年递增，截至 ２０２１ 年，全国私营企业法人单位数高达 ２６２８􀆰 ８３ 万个，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２０６８􀆰 ４４ 万个，增长 ３６９􀆰 １１％，私营企业占比更是达到 ９１􀆰 ７１％，比 ２０１３ 年增长 ３４􀆰 ３３％。 可见，商事

制度改革使得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实际上，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不足，多而不专、多而

不精，难以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近年来，为加大“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力度，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

出台了多项政策，但一些政策在执行中出现“肠梗阻”、“最后一公里”不畅、支持适配性不足等问题。
例如，民营企业进入市场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等现象没有得到解决，形式可进入而实质上难以

进入；在获取生产要素方面，民营企业在获取融资方面依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面临的融资成本较

高，户籍制度依然限制着劳动力人口的流动，这导致企业获取劳动力要素的成本增加；在产权保护的

过程中，重国有企业轻民营企业的现象突出，民营企业产权并未真正得到公平保护，公权力侵害私有



图 １　 ２０１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私营企业法人单位数以及占比

产权和民营企业资产等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特定制度使民营企业面临着不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为了突破这些特殊制度的限制障碍，民营企业往往不得不通过寻求政治关联、寻租腐败等非正式机

制来获取制度上的便利，这些行为增加了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支出，使企业面临较高的制度性交易

成本，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持续进行创新活动，“专精特新”之路困难重重。
“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点的中小企业，它们聚焦细分市场、

掌握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优［１］。 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需要加大创新，提高专业化、
精细化、特色化水平，打造核心竞争力，这既是中小企业转型发展、提质增效的根本方向，也是推动我

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２］。 “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推
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１］。 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的两个重要路径在于创新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图 ２）。 要助力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

新”，需要企业、市场和政府共同努力，降低民营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水平。 那么，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是高还是低？ 如何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助力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这些问题的

回答，不仅对企业科学应对制度政策，而且对政府有效制定制度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鉴于

此，本文构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省级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匹配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制度性交

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率先清晰地界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产生和实质，并科学构建制度

性交易成本指数。 已有研究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定义较为模糊且具有差异，缺少普遍性，无法解

释大量的不同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本文则是基于制度如何适用于相应人群以及是否具有普适

性或特殊性的角度把制度分为普遍制度与特殊制度，再将特殊制度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定义为制度性

交易成本。 第二，“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 已有文献主要对创新或者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研究，鲜有文献以实证方法系统性

探究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因此，本文从“专精特新”视角实证考察制度性

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研发创新的双重影响效应。

二、文献综述

制度因素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破除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阻碍的关键在

于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现有文献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研究多聚焦对各类政策的解读，
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涵理解和测度方法存在差异。 国外学者大多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公共政

策引致的成本，故一般采用比较时间成本的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测算［３－５］。 Ｄｊａｎｋｏｖ 等调查了 ８５ 个国

家开办一个企业所需的注册程序、时间和费用，发现不同国家间的情况差异非常大，有的国家如莫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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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克和意大利开办企业所需的程序、时间和费用成本较高，而加拿大则较低［６］。 这种测度方法只衡

量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某一方面，没有结合企业自身的特征信息，所以不能准确衡量全局的制度性

交易成本。 此外，国内一些学者从企业投资、利润及生产性活动的变化间接衡量了制度性交易成

本［７－８］。 杨艳等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经济主体为遵守制度规定而产生的非生产性成本，不会增加

最终产出，通过测定投入－产出效率可以间接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８］。 这些研究对制度性交易成本

的定义较为模糊且具有差异，缺少普遍性，无法解释大量不同领域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能准确测度

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９－１２］。 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视

角解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已成为一种重要范式［１３］。 我国实施的简政放权、“放管服”、行
政审批、商事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创新，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从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来看，朱光顺等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时间

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１０］。 李兰冰等研究发现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使企业增强投资能力和提高投资效率，这一过程伴随着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进而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１４］。 李慧等研究了商事制度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商事制度改

革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１２］。 从企业创新方面来看，张景华等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简政放权越彻底，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对创新

活动的激励效应越显著［１５］。 邓悦等基于 ２０１８ 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

究发现，“放管服”改革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１６］。 王永进等以各地行政审批

中心成立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ＤＩＤ 实证方法探讨了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行

政审批改革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了企业进行研发和技术创新［１７］。 何晓斌等利用

２０１０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得到了类似观点［１８］。 夏杰长等以是否设立市场监管局两方面来衡量

商事制度改革，研究发现在商事制度改革进展较好的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地区创新

水平提升［１９］。 李小平等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中国 Ａ 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也发现商事制度

改革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且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１１］。 这些文献均从“专精特新”中的

某一特征（比如“专精”—生产率或者“特新”—研发创新）进行研究，没有对“专精特新”的两种特征

同时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和新颖化。 专业化，指产品的专门性、生产的专业性和

技术的专有性；精细化，指产品的精致性、技术的精深性和管理的精细化；特色化，指产品和服务的差

异化；新颖化，指产品和技术的创新性。 “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

点的中小企业，它们聚焦细分市场、掌握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优［１］。 “专精特新”的灵魂

是创新，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１］。 民营企业迈

向“专精特新”的两个重要路径在于创新水平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主体，其生产率以及创新水平受到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 生产率

水平越高，创新环境越适宜，创新的潜力和成果就越大，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低则直接关系着企业生

产活动以及研发创新环境的好坏。 当经济体中存在大量的特殊制度，如产权安全缺乏保障、法律实

施不力、进入遭遇障碍、垄断限制存在，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应就高，冗长的审批流程以及

不透明的收费标准导致非生产性成本提高，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必然倾向于短期的且固定资

本投入较少的投资，从而缩减研发创新投入。 那些固定资本投入较多的大型企业存在于政府保护之

下，政府补贴、关税保护、政治组织的支付等政府保护往往无益于研发创新活动的开展。 此外，过高

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家及投资者不能从事生产性、创造性活动，而贸易、再分配活动甚至黑市交

易成为有利可图的业务，那么他们会倾向于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 当存在“激励”因素促使人们去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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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不是创造，即从事掠夺、寻租行为而不是生产性行为更能获益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

阻碍。 在人格化的有限准入秩序制度下，不同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规则和权限具有差异，制度性交

易成本高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不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能

使民营企业减少在获得要素和寻求产权法律保障时面对不公平的特殊制度所支付的额外支出，进而

增加预期收益和投资规模［１２］，同时能降低企业包括政治关联、寻租等在内的非生产性活动支出［１１］，
将更多的支出配置到生产要素和科技研发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新水平提升，有助于民营企

业迈向“专精特新”。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１：
研究假说 １：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升民营企业创

新水平，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政府的过度管制不利于企业进入市场。 例如，政府在保护原有企业市场利润的这一过程中，会

设置各种无形的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障碍，管制的过程中会产生过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方面，制度

性交易成本的上升提高了企业进入的门槛，使潜在的企业难以发展成现实的企业；另一方面，过高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促使企业从事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减少了对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制度性交易成本

的上升挤占了企业投资利润，降低了企业从事实体投资的动机，从而使企业进入数量减少。 特殊制

度的存在，使那些具有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群体能优先进入市场，而无权无势的群体则被排除在外，想
要进入市场还需支付更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导致大量非正规经济的出现［１３］。 不同国家的企业

进入规制具有差异，在进入规制程序繁琐和进入成本较高的国家，往往腐败和非正式经济现象更为

严重，从而不利于企业进入［２０－２１］，也不利于产品市场规模的扩大。 企业进入所需登记注册的程序越

复杂、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进入［２２］。 对进入规制程序的改革，能够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增加企业进入数量［２３－２４］。
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就是为了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降

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进入门槛［２５］，促进企业进入。 企业的进入一方面可以通过要素市

场配置机制让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配置［２６］；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

场竞争机制让在位企业面临更大的进入威胁和竞争压力［２７］。 企业竞争加剧，既能倒逼企业提升研

发创新水平以赢得“竞争”、避免破产倒闭，也能使企业因竞争带来的创新租金消散而从事创新活动

的激励效应减弱［２８］。 当在位企业的先发优势不是来自技术优势时，企业有较强激励将市场势力转

为政治权力，影响潜在企业的进入和创新。 进入企业的增加还可以推动在位企业的创新［２９］。 而研

发水平低的企业带给研发水平高的企业的竞争压力较小，使企业改进技术和加强管理以提高创新水

平的动机也相对较弱，此时，竞争的租金消散效应将起支配作用［３０］。 因此，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

会使在位企业更快地进行研发创新，这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的激励效应。 同时，制度性交易成本

的降低使难以提升研发水平的企业退出市场的可能性变大，这是达尔文主义的市场选择效应［１１］。
基于上述分析内容，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２：

研究假说 ２：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民营企业进入，提升民营企业生产率以及创新水平，从
而助推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本文构造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ｔｆｐｉｉｐｔ ＝ α０ ＋ α１ｓｙｓｉｐｔ ＋ βＸ ｉｐｔ ＋ ηｉ ＋ δｐ ＋ μｔ ＋ εｉｐｔ （１）

式（１）中， ｉ 代表 Ａ 股上市民营企业， ｐ 代表企业所在省份， ｔ 代表年份。 ｔｆｐｉｉｐｔ 是民营企业“专精

特新”，作为被解释变量，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企业创新（ ｉｎｏｖ）。 ｓｙｓｉｐｔ 是企业 ｉ 所在的 ｐ 省

在第 ｔ 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Ｘ ｉｐｔ 是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企业控制变量包含政治关联、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民营化方式、民营化时间、企业税费负担、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企业规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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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控制变量包含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ＧＤＰ）、教育水平、财政自主度、贸易开放度等。 ηｉ 、 δｐ 和 μｔ 分

别是企业、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 εｉｐｔ 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重点关注式（１）中 α１ 的回归结果。 为了消

除可能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本文所有的回归均在省级层面聚类。
为了考察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否会通过影响民营企业进入进而影响民营企业“专精特新”，本文设

定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ｔｆｐｉｉｐｔ ＝ α０ ＋ α１ｓｙｓｉｐｔ ＋ Ｘ ｉｐｔ ＋ η１ ＋ δ１ ＋ μ１ ＋ ε１

ｅｎｔｒｙｉｐｔ ＝ β０ ＋ β１ｓｙｓｉｐｔ ＋ Ｘ ｉｐｔ ＋ η２ ＋ δ２ ＋ μ２ ＋ ε２

ｔｆｐｉｉｐｔ ＝ χ
０ ＋ χ

１ｓｙｓｉｐｔ ＋ χ
２ｅｎｔｒｙｉｐｔ ＋ Ｘ ｉｐｔ ＋ η３ ＋ δ３ ＋ μ３ ＋ ε３

（２）

在中介效应模型式（２）中， ｔｆｐｉｉｐｔ 是民营企业“专精特新”，包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和企业

创新（ ｉｎｏｖ）。 ｓｙｓｉｐｔ 是企业 ｉ所在的 ｐ省在第 ｔ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ｅｎｔｒｙｉｐｔ 表示中介机制变量，为企业

进入变量，具体定义见下文。 Ｘ ｉｐｔ 是企业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与式（１）相同。 η 为企业固定效

应， δ为省级固定效应， μ为年份固定效应， ε为误差项。 为了消除可能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本文所有

的回归均在省级层面聚类。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１􀆰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专精特新” （ ｔｆｐｉ）。 “专精特新”包括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

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良等。 “专精特新”的灵魂是创新，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助推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的重要路径在于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研发创新水平的提升。 为了使研究主线更加集中，本文借鉴李慧等［１２］ 的方

法，在基准回归分析中，采用以 ＯＰ 法和 ＬＰ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 和 ＴＦＰ＿ＬＰ）作为

“专精特新”的代理变量。 在文中的稳健性回归中借鉴李小平［１１］ 的方法，分别使用中国 Ａ 股上市民

营企业三种专利申请数量之和加 １ 取对数（ ｉｎｏｖ）①以及民营企业研发投入（ ｒｄ）作为“专精特新”的代

理变量进行检验。 此外，中介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回归中，分别采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及企

业创新（ ｉｎｏｖ）来进行分析。
核心解释变量：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省级层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 ｓｙｓ）。 本文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由于特殊制度而产生的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难以直接衡

量，它体现在企业进入、经营发展与退出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所面临的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外部制度环

境，如过高的准入壁垒、过多的要素市场管制、不完善的产权保护等。 因此，为保证指标构建的合理

性与数据的连续性且可获得性，本文借鉴韩永辉等和王小鲁等［３１－３２］ 对市场化指数与企业经营环境

指数的构造方法，运用宏观统计数据构建指标体系来间接衡量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包

括企业进入成本、获取要素成本、获取产权保护和实施成本等，本文主要从以下几面对其进行构建：
政府干预程度、要素市场规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法治水平、公共设施成本，并根据其内涵及现有研

究确立每个层面指数下的分项指数，有的分项指数还包括若干二级分项指数。 如表 １ 所示，指标体

系包括 ５ 个层面指数、１３ 个一级分项指数、１５ 个二级分项指数。 通过计算各单项指数的得分 （最大

为 １０ 分，最小为 ０ 分） ，运用熵值法计算权重，将属于同一方面的各单项指数按一定权重加权合成方

面指数，最后将 ５ 个层面指数按一定权重合成总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 经过上述处理，各项指标

得分 （包括方面指数、一级分项指数、二级分项指数） 均与制度性交易成本成正相关，即指标得分越

大，制度性交易成本越高，反之，则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 表 １ 列示了本文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具体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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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避免中国 Ａ 股上市企业三种专利申请数量之和为 ０，取对数没有意义，本文将中国 Ａ 股上市民营企业三种专利申请数量之
和均加 １ 之后再取对数。



表 １　 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标体系

方面指数 分项指数 权重 指标解释（二级分项指数） 属性 数据来源

政府干预
程度

（２０􀆰 ７７％）

政府干预
经济程度

７􀆰 １４％ 政府支出 ／ ＧＤＰ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规模 ５􀆰 １８％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
业人数 ／ 本省（区市）总人口之比

正向 中国统计年鉴

政府行政事业
性收费占比

４􀆰 ５６％ 行政事业性收费占财政收入比重 正向 中国财政税收统计年鉴

政府廉洁 ３􀆰 ８９％ 地区腐败案件数量 ／ 公职人员比例 正向
中国检察年鉴、各省区市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国统计年鉴

要素市场
干预程度
（１０􀆰 ３４％）

金 融 市 场 化
程度

１􀆰 １３％

土地要素市场
干预

９􀆰 ２１％

金融市场化指数＝金融机构贷款余
额 ／ ＧＤＰ×（１－国有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 ／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国务院审批建设用地面积比重 正向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土地效率（亿元 ／ 平方公里）＝ 市辖
区二三产业产出增加值 ／ 建成区
面积

负向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知识产权
保护程度
（６２􀆰 ５３％）

专利侵权案件
受理情况

６２􀆰 ２９％
专利未被侵权率 ＝ １－各省当年受
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数 ／ 该省当
年累计授权专利数

负向 中国知识产权年鉴

知识产权保护
效果

０􀆰 ２４％ 三种专利申请批准量 ／ 科研经费
支出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法治水平
（１􀆰 ０８％）

律师在人口中
的比例

０􀆰 ５７％ 律师人数 ／ 总人口 负向 中国统计年鉴

法律执行效率 ０􀆰 ５１％ 劳动争议案件结案效率 负向 中国劳动经济数据库

公共设施
成本

（５􀆰 ２８％）

交通运输 ３􀆰 １２％

供电能力 １􀆰 １１％

供水能力 １􀆰 ０５％

公路网密度

铁路网密度

电力消费量

用水普及率

负向 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负向 中国城市数据库

负向 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

　 　 中介变量：民营企业进入（ｅｎｔｒｙ）。 本文参考毛其淋等的方法［３３］，若民营企业在某年是新进入企

业，将变量 ｅｎｔｒｙ 定义为 １，反之定义为 ０。
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政治关联（ｐｃｏｎ）。 本文采用吴文锋等的方法［３４］，认为只要董

事长或总经理中的一人具有政治经历（在政府部门任职或担任人大、政协委员），则该公司存在政治

关联，并使用虚拟变量来测度，存在政治关联为 １，否则为 ０。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中国民营上

市公司高管的工作经历资料，只要有一条数据显示其有政治经历，就认为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 本

文参考李莉等的方法［３５］，选择变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ｓｈａｒｅ）、民营化方式（ｗａｙ）、民营化时间（ ｔｉｍｅ）
来控制民营上市企业的公司治理情况。 民营化方式中的 ＩＰＯ 上市和买壳上市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

的影响，若为 ＩＰＯ 上市，则为 １，否则为 ０。 民营化时间（ ｔｉｍｅ）也是虚拟变量，企业民营化时间 ３ 年以

上为 １，否则为 ０。 企业税费负担（ ｔａｘ），用税费占销售额的比例来衡量；企业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用总

负债与总资产之比衡量；资产规模（ａｓｓｅｔ），用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用企

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省级特征的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采用各个省区市人均

ＧＤＰ 的对数来衡量；教育水平（ｅｄｕ），采用各省区市总人口中的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比来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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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财政自主度（ ｆｉｎ），采用各省区市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衡量；贸易开放程度（ｏｐｅｎ），采用各

省区市进出口总额占当地 ＧＤＰ 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中所有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定义

变量 符号 定义

“专精特新”
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创新

研发强度

ＴＦＰ＿ＯＰ ＯＰ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ＬＰ ＬＰ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ｉｎｏｖ 民营企业三种专利申请数量之和加 １ 取对数

ｒｄ 民营企业研发投入取对数

企业进入 ｅｎｔｒｙ 虚拟变量，若为新企业，则为 １，否则为 ０
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 制度性交易成本指数

政治关联 ｐｃｏｎ 虚拟变量，存在政治关联为 １，否则为 ０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ｓｈａｒｅ 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民营化方式 ｗａｙ 虚拟变量，若为 ＩＰＯ 上市，则为 １，否则为 ０
民营化时间 ｔｉｍｅ 虚拟变量，民营化时间 ３ 年以上为 １，否则为 ０
企业税费负担 ｔａｘ 税费 ／ 销售额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总负债 ／ 总资产

资产规模 ａｓｓｅｔ 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 企业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

经济发展水平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的自然对数

教育水平 ｅｄｕ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 总人口

财政自主度 ｆｉｎ 财政收入 ／ 财政支出

贸易开放度 ｏｐｅｎ 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２􀆰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民营上市企业数据；二是省级面板数据。 一方面，本文以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所有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原始样本。 选取 ＣＳＭＡＲ 数据库中国 Ａ 股

民营上市企业的原因是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研发创新

的影响，大多数与民营企业相关的数据库是调查数据库，数据样本量少且不连续，不适用于研究企业

进入，而上市企业可以较好地代表每个地区的企业状况，且覆盖众多行业，数据披露较好、数据可得

性强，能更好地反映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
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参考以往相关研究，首先按照以下原则对原始样本进行筛选：（１）剔

除样本期内 ＳＴ 和∗ＳＴ 类企业；（２）剔除总资产小于总负债的样本；（３）对固定资产净额、营业收入、
总资产等生产投入类指标小于等于 ０ 或缺失以及其他核心变量存在缺失的企业样本进行剔除。 然

后，根据前文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构建方法，本文对测算省级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量以及其余省区市

控制变量进行整理。 最后，将上市企业数据与省级数据进行匹配。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过程，本文最

终得到 ２４８２２ 个样本总数。

五、实证分析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结果分析

本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

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企业，计算全国以及四大区域层

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平均值①，绘制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以及各地区差异变化（图 ２）。 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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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体层面来看，我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呈下降态势，特别是在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下降

幅度非常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这个阶段是我国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阶段①，行政审批得到规范，减少

了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总指数得分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１􀆰 ３８ 下降为 ２０２０ 年的 １􀆰 ０５，下降幅度为 ２３􀆰 ９１％。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７ 年之后制度性交易成本

变化不大，走势比较平稳，只有在 ２０１４ 年我国进行商事制度改革之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轻微下降。
从地区层面来看，各地区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样本考察期内均呈现下降趋势，与全国的变化趋

势一致，不同的是各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小以及下降幅度存在明显差异。 从图中不难发现，东部

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中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适中，其次是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

本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平均值要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和东北地

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平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平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

不大。 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程度高，市场相对自由，政府干预少，因
此，东部地区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相对较高，西部和东北地区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减少

政府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图 ２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动态势及地区差异

在实证分析之前，为了更直观地判断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专精特新”之间的关系，本文

进一步描绘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专利数量之间的散点图，以
直观地考察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研发创新水平随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变化的态势。 同

时，本文根据散点图呈现出来的变化态势选择合适的函数来进行拟合，进而找到民营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研发创新水平与制度性交易成本之间的函数关系。 为此，本文绘制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发创新水平的散点图以及拟合线，具体见图 ３ 和图 ４。 不难发现，制度性交易

成本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 和 ＴＦＰ＿ＬＰ）、研发创新（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之间的拟合

趋势线的斜率均为负，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出：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水平之

间均存在负向相关关系，即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越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越快，民营

企业创新水平越高。 对于两者的因果关系验证，本文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将给予解答。
（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运用静态面板估计方法对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２４８２２ 个民营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

估计，并进行解释变量内生性的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为 ０􀆰 ０００，在 １％显著性水平下拒

绝了所有解释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 为有效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在静态面板回归的基础上，加
入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构建动态面板数据 ＧＭＭ 模型进行估计。 表 ３ 报告了 ＧＭＭ 模型下制度

性交易成本影响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中列（１）至列（４）为制度性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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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省级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
开始了新一轮行政审批改革。



图 ３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线性拟合图

图 ４　 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民营企业创新的线性拟合图

（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业 ＴＦＰ＿ＯＰ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列（５）至列（６）为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

业 ＴＦＰ＿ＬＰ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表 ３ 中所有方程的 ＡＲ（２）提供的 Ｐ 值均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

原假设，表明模型中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只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模型通过自相

关检验。 表 ３ 中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提供的 Ｐ 值也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

都是严格外且有效的。 因此，差分 ＧＭＭ 和系统 ＧＭＭ 的估计结果是一致且可靠的。 表 ３ 中核心解释

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和方向大致相同，这进一步证明了本

文选取的实证模型是合适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具体来看：从核心解释变量看，在考虑模型的动态效应之后，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差分 ＧＭ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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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ＧＭＭ 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ｓｙｓ）对民营企业 ＴＦＰ＿ＯＰ 与 ＴＦＰ＿ＬＰ 的估计系数存在显

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这可能因为降低制

度性交易成本能减少民营企业在进入市场、获得要素和寻求产权法律保障时面对不公平的特殊制度所

支付的额外支出，使企业增加预期收益和投资规模［１２］，同时能减少企业在非生产性活动（政治关联、寻
租等）方面的支出［１１］，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生产要素和科技研发上，最终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差分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差分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ＬＰ ＴＦＰ＿ＬＰ ＴＦＰ＿ＬＰ ＴＦＰ＿ＬＰ
ｓｙｓ －０􀆰 １８９７∗∗∗ －０􀆰 ４７２６∗∗∗ －０􀆰 ２３５０∗∗∗ －０􀆰 ６８６２∗∗∗ －０􀆰 ２５４３∗∗∗ －０􀆰 ４７８３∗∗∗ －０􀆰 ３０５８∗∗∗ －０􀆰 ６７７４∗∗∗

（０􀆰 ０６１） （０􀆰 ０９８） （０􀆰 ０５９） （０􀆰 １０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９９） （０􀆰 ０５９） （０􀆰 １１１）
ｐｃｏｎ －０􀆰 ００７５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０９６ －０􀆰 ０１７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１ ０􀆰 ００１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ｗａｙ －０􀆰 ０１６５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８５２

（０􀆰 ０６９） （０􀆰 １０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９７）
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３５∗∗∗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４２６∗∗∗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０）
ｔａｘ －０􀆰 ２９５２∗∗∗ －０􀆰 ３７７５∗∗∗ －０􀆰 ２９２６∗∗∗ －０􀆰 ４００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２） （０􀆰 ０３４）
ｌｅｖ ０􀆰 １６５６∗∗ ０􀆰 ２５７１∗∗∗ ０􀆰 １６６１∗∗ ０􀆰 ２４６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８）
ａｓｓｅｔ ０􀆰 ２１４０∗∗∗ ０􀆰 １５１３∗∗∗ －０􀆰 １４４７∗∗∗ －０􀆰 ０９０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５）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８９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１）
Ｌ􀆰 ＴＦＰ＿ＯＰ／ Ｌ􀆰 ｉｎｏｖ ０􀆰 ２０６２∗∗∗ －０􀆰 ０６６９∗ ０􀆰 ４２４３∗∗∗ ０􀆰 ３８１０∗∗∗ ０􀆰 ０２１６ －０􀆰 ０９４６∗∗ ０􀆰 ４１７３∗∗∗ ０􀆰 ４０１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３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１）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３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 ９９６５∗∗∗ ４􀆰 ６９２９∗∗∗ １􀆰 ５４２６∗∗∗ ２􀆰 ７１７４∗∗∗ ３􀆰 ７４３０∗∗∗ ４􀆰 ５６９１∗∗∗ ２􀆰 ３８４２∗∗∗ ２􀆰 ４７１４∗∗∗

（０􀆰 ０６７） （０􀆰 ５４５） （０􀆰 ０６０） （０􀆰 ４７１） （０􀆰 ０８９） （０􀆰 ５４７） （０􀆰 ０７６） （０􀆰 ４６１）
ＡＲ（１）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９２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 １８５０ ０􀆰 ３６７５ ０􀆰 ６２１０ ０􀆰 ５４１５ ０􀆰 ９１２６ ０􀆰 ２９４９ ０􀆰 １７０７ ０􀆰 ５５６８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６７６１ ０􀆰 ４５６８ ０􀆰 ６５９２ ０􀆰 ５５４１ ０􀆰 ５７４９ ０􀆰 ５４９５ ０􀆰 ７６２６ ０􀆰 ５８９８
省区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注：∗∗∗、∗∗、∗ 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圆括号中的数值代表省级层面聚类的稳健性标准误，ＡＲ（１）、ＡＲ
（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分别提供检验的 ｐ 值，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 Ａ 股上市民营企业的三种专利申请数量之和加

１ 取对数（ ｉｎｏｖ）以及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ｒｄ）作为“专精特新”的代理变量来检验制度性交易成本对

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 表 ４ 中列（１）至列（４）为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业 ｉｎｏｖ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列（５）至列（６）为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业 ｒｄ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表 ４ 中

所有方程的 ＡＲ（２）提供的 Ｐ 值均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与基准回归结果表 ３ 中的 ＡＲ
（２）结果类似，模型通过了自相关检验。 表 ４ 中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提供的 Ｐ 值也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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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原假设，与基准回归结果表 ３ 中的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Ｐ 值类似，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严格外生且有效的，
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列（１）至列（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

着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水平均存在负向影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民营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增加研发强度，提升创新水平。
综上所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创新水平提升，有助于

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验证了研究假说 １。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差分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差分 ＧＭＭ 系统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ｒｄ ｒｄ ｒｄ ｒｄ

ｓｙｓ －０􀆰 ０４２８∗∗∗ －０􀆰 ０２５０∗∗∗ －０􀆰 ０９７０∗∗∗ －０􀆰 ０６８１∗∗∗ －０􀆰 ４２２８∗∗ －０􀆰 ２２９１∗∗ －０􀆰 １５４７∗∗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２０２） （０􀆰 １０７） （０􀆰 ０７４） （０􀆰 ００３）
ｐｃｏｎ －０􀆰 ００３２ －０􀆰 ０１９３∗∗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２７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６）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８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ｗａｙ －０􀆰 ０１８０ ０􀆰 １３２９ －０􀆰 １０４０ －０􀆰 １１１０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７） （０􀆰 ２８０） （０􀆰 ２３５）
ｔｉｍｅ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０３９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ｔａｘ －０􀆰 ０１３２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２２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１３５） （０􀆰 １４２）
ｌｅｖ ０􀆰 ００４６ ０􀆰 ０３９５∗∗∗ ０􀆰 ０９９８ ０􀆰 ０７７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３）
ａｓｓｅｔ ０􀆰 ０３７８∗∗ ０􀆰 ０５８７∗∗∗ ０􀆰 ２２９４∗∗∗ ０􀆰 １９３７∗∗∗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０）
ｓｉｚｅ ０􀆰 ０４９３∗∗∗ ０􀆰 ０６５０∗∗∗ ０􀆰 ２７６７∗∗∗ ０􀆰 ３０３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５４）
Ｌ􀆰 ＴＦＰ＿ＯＰ／ Ｌ􀆰 ｉｎｏｖ ０􀆰 ８４２７∗∗∗ ０􀆰 ８３７９∗∗∗ ０􀆰 ８８３１∗∗∗ １􀆰 ０４２４∗∗∗ ０􀆰 ８５５４∗∗∗ ０􀆰 ５３１８∗∗∗ ０􀆰 ８８１９∗∗∗ ０􀆰 ６６３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０􀆰 ７８８８∗∗∗ ０􀆰 ４４７２ ０􀆰 ５２３２∗∗∗ ２􀆰 ６７５９∗∗∗ ３􀆰 ０７２８∗∗∗ －１􀆰 ０６５８ ２􀆰 ３７９４∗∗∗ －１􀆰 ５２１５∗

（０􀆰 ０７５） （０􀆰 ４０４） （０􀆰 ０７２） （０􀆰 ３９１） （０􀆰 ３５８） （０􀆰 ８０２） （０􀆰 ２８６） （０􀆰 ８１４）
ＡＲ（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９８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ＡＲ（２） ０􀆰 ３０６３ ０􀆰 １６３１ ０􀆰 ３０６２ ０􀆰 １４６４ ０􀆰 ２５９６ ０􀆰 １２８５ ０􀆰 ２６８８ ０􀆰 １４５９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４７７０ ０􀆰 ５３２２ ０􀆰 ４３０５ ０􀆰 ５０４７ ０􀆰 ４３２４ ０􀆰 ５７０５ ０􀆰 ５９０２ ０􀆰 ３８３６
省区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２３３９３

　 　 （四）影响机制检验

本文将进一步验证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影响民营企业的进入促进民营企业“专精特新”这一作

用机制是否存在。 本文利用民营企业进入中介变量来探讨制度性交易成本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 表 ５ 报告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表 ５ 中列（１）至列（３）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民营企业进入（ ｅｎｔｒｙ）以及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ＯＰ）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递归模型的三步结果。 列（２）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进入的

影响采用的是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分析。 列（４）至列（６）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民营企业进入（ ｅｎｔｒｙ）以及

民营企业专利（ ｉｎｏｖ）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递归模型的三步结果。 列（５）中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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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入的影响采用的是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不难发现，表 ５ 中回归结果中重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性

和符号均一致，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可靠。 表 ５ 中列（１）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显著

负向影响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ＯＰ），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列（２）中的 Ｐｒｏｂｉｔ 回归结果显

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进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民

营企业进入。 列（３）中民营企业进入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民营企

业进入促进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的进入一方面可以通过要素市场

配置机制，让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间自由流动，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配置［２７］，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市

场竞争机制使在位企业面临更大的进入威胁和竞争压力，倒逼在位企业研发创新来提高生产率，并
淘汰掉低效率企业。 表 ５ 中列（４）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显著负向影响民营企业

创新（ ｉｎｏｖ），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列（５）中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进

入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民营企业进入。 列（６）中民营企业进

入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民营企业进入促进了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这

可能是因为新企业的不断加入会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为了摆脱当下的

竞争劣势，企业会借助增加创新支出，通过创新行为生产更高质量的差异化产品使企业获得并保持

竞争优势［３６］。 综上所述，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促进企业进入来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

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而助推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研究假说 ２ 得证。

表 ５　 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ＬＳ Ｌｏｇｉｔ ＯＬ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ＦＰ＿ＯＰ ｅｎｔｒｙ ＴＦＰ＿ＯＰ ｉｎｏｖ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ｏｖ
ｓｙｓ －０􀆰 ２７６∗∗∗ －０􀆰 ０８８∗∗∗ －０􀆰 ２７４∗∗∗ －１􀆰 ３０２∗∗∗ －０􀆰 ３５３∗∗∗ －１􀆰 ３０５∗∗∗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６２） （０􀆰 １６７） （０􀆰 ０９４） （０􀆰 １６７）
ｅｎｔｒ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ｐｃｏｎ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５ －０􀆰 １１１∗∗∗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８９） （０􀆰 ０３３）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ｗａｙ ０􀆰 ０４１∗∗∗ ０􀆰 ６９７∗∗∗ ０􀆰 ０３７∗∗ ０􀆰 ６２３∗∗∗ １􀆰 ６６０∗∗∗ ０􀆰 ６２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９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６） （０􀆰 ２１６） （０􀆰 ０４６）
ｔｉｍｅ －０􀆰 ０１２ －２􀆰 ０２１∗∗∗ ０􀆰 ００６ ０􀆰 １１１∗∗∗ －４􀆰 ６０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３６） （０􀆰 ２９７） （０􀆰 ０３８）
ｔａｘ －０􀆰 ６６０∗∗∗ ０􀆰 ０７９ －０􀆰 ６６１∗∗∗ －０􀆰 ５９４∗∗∗ ０􀆰 １８１ －０􀆰 ５８７∗∗∗

（０􀆰 ０２３）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３） （０􀆰 ２０５） （０􀆰 ２３４） （０􀆰 ２０５）
ｌｅｖ ０􀆰 ５５５∗∗∗ ０􀆰 １９２ ０􀆰 ５５２∗∗∗ －０􀆰 ２８９∗∗∗ －０􀆰 ００２ －０􀆰 ２８６∗∗∗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８） （０􀆰 ０３１） （０􀆰 ０８８） （０􀆰 ２５２） （０􀆰 ０８８）
ａｓｓｅｔ －０􀆰 ０７８∗∗∗ －０􀆰 ３６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４ －０􀆰 ５５６∗∗∗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２）
ｓｉｚｅ ０􀆰 １８３∗∗∗ －０􀆰 ０２６ ０􀆰 １８３∗∗∗ ０􀆰 ４２６∗∗∗ －０􀆰 ０５９ ０􀆰 ４２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７５８∗∗∗ ２􀆰 ３６２ ２􀆰 ６９６∗∗∗ ０􀆰 ５９８ ２􀆰 ２８２ ０􀆰 ６３０

（０􀆰 ４２５） （１􀆰 ６９５） （０􀆰 ４２５） （１􀆰 １８７） （３􀆰 ０３９） （１􀆰 １８７）
省区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２２９ ０􀆰 ２３０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８２２ ２４８２２ ２４８２２ ２４８２２ ２４８２２ ２４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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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异质性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估计

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各地区间制度环境具有较大差异，这导致民营企业发展在地区层面存在不

平衡现象。 此外，前文的测度结果表明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存在明显差异。 因此，为
考察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地区差异，本文将全部样本分为东、中、西、东北地

区四大区域来检验其影响。 表 ６ 中列（１）至列（４）报告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ＴＦＰ＿ＯＰ）的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列（５）至列（８）报告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影响民营企

业创新（ ｉｎｏｖ）的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不难发现，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提供的 Ｐ 值均在 １０％的显著

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 ６ 中列（１）至列（４）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各个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均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表 ６ 中列（５）至列（６）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的估计

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东中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东中部地

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东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

对民营企业创新的作用要大于中部地区。 这说明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较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
民营企业创新水平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化越敏感，进而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民营企业

创新水平大幅提升。 西部和东北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

西部和东北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还没有显现。 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和东

北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相较于东中部地区要高，民营企业创新水平对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变化不敏

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并不会使民营企业创新水平显著提高，只有当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到一定

程度时，才可能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
表 ６　 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系统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ｉｎｏｖ
ｓｙｓ －０􀆰 ９０９９∗∗∗ －０􀆰 ６５５６∗∗∗ －０􀆰 ６０８５∗∗∗ －０􀆰 ２８１７∗∗∗ －０􀆰 ９３０６∗∗∗ －０􀆰 ６６９９∗∗∗ －０􀆰 ３８８４ －０􀆰 ０３７０

（０􀆰 １３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５３） （０􀆰 ０６９） （０􀆰 １１６） （０􀆰 １０３） （０􀆰 ２７６） （０􀆰 １２６）
ｐｃｏｎ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２５２∗∗ ０􀆰 ００８１ ０􀆰 ０１００∗∗ －０􀆰 ０１７６ －０􀆰 ００７８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４８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６）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００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０１２ ０􀆰 ０１０２∗∗∗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３８∗∗∗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ｗａｙ －０􀆰 ０５５２ －０􀆰 ２４０２ －０􀆰 ０３２２ －０􀆰 １７１８∗∗∗ ０􀆰 １５９０∗ ０􀆰 ９１２９∗∗∗ ０􀆰 ５７４５∗∗∗ －０􀆰 ６１０６∗

（０􀆰 ０９７） （０􀆰 １５３）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９５） （０􀆰 １１２） （０􀆰 １５４） （０􀆰 ３４１）
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２３３∗∗ ０􀆰 ０６０５∗∗∗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３３６∗∗∗ ０􀆰 ０３２７∗∗ ０􀆰 ０３８３∗∗ －０􀆰 ０６９６∗∗∗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３）
ｔａｘ －０􀆰 ３５４９∗∗∗ －１􀆰 ５８８９∗∗∗ －０􀆰 １９４３∗∗∗ －２􀆰 ４６６８∗∗∗ ０􀆰 ０１０３ －０􀆰 ０７８７∗∗∗ ０􀆰 １６２６∗∗ ０􀆰 ０９６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１）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７） （０􀆰 ０８９）
ｌｅｖ ０􀆰 ２６５４∗∗∗ －０􀆰 ０８６２ ０􀆰 ４０８９∗∗∗ －０􀆰 ４３７６∗∗∗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３３７ ０􀆰 ０１００ －０􀆰 ４６３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８）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２） （０􀆰 ０６８）
ａｓｓｅｔ －０􀆰 １２５０∗∗∗ －０􀆰 １８０８∗∗∗ －０􀆰 ０６３３∗∗∗ －０􀆰 ０２１３∗∗∗ －０􀆰 ０６９４∗∗∗ －０􀆰 ０７３４∗∗∗ －０􀆰 １８４３∗∗∗ ０􀆰 ２５３０∗∗∗

（０􀆰 ０２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４） （０􀆰 ０２６）
ｓｉｚｅ ０􀆰 ０１７４ ０􀆰 １２６３∗∗∗ ０􀆰 ０７８０∗∗∗ ０􀆰 ０４４８∗∗∗ ０􀆰 ０５１２∗∗∗ ０􀆰 １４９２∗∗∗ ０􀆰 １８６２∗∗∗ ０􀆰 ０５０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２８）
Ｌ􀆰 ＴＦＰ＿ＯＰ ／ Ｌ􀆰 ｉｎｏｖ ０􀆰 ４４００∗∗∗ ０􀆰 ４００４∗∗∗ ０􀆰 ５３５３∗∗∗ ０􀆰 ３４１２∗∗∗ １􀆰 ０１４２∗∗∗ １􀆰 ０１２３∗∗∗ ０􀆰 ９５４８∗∗∗ ０􀆰 ６３２９∗∗∗

（０􀆰 ０４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７）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０５７１∗∗∗ ２􀆰 ３５７７∗∗∗ ２􀆰 ９７７４∗∗∗ ３􀆰 １４７８∗∗∗ ２􀆰 ８５５５∗∗∗ １􀆰 ０５２５∗∗ ２􀆰 ０１２５∗∗∗ －０􀆰 ０６３９

（０􀆰 ４９５） （０􀆰 ３４４） （０􀆰 ３３５） （０􀆰 ２２３） （０􀆰 ４５０） （０􀆰 ４７２） （０􀆰 ４１８） （０􀆰 ７２１）
ＡＲ（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５９ ０􀆰 ０３７３ ０􀆰 ０００８ ０􀆰 ００２５ ０􀆰 ００３６
ＡＲ（２） ０􀆰 ９８３６ ０􀆰 ２３７８ ０􀆰 ８３２７ ０􀆰 ４３１３ ０􀆰 ２１１３ ０􀆰 １１９１ ０􀆰 ３２２１ ０􀆰 ３３６１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６７２７ ０􀆰 ８６３９ ０􀆰 ５５３７ ０􀆰 ９４５１ ０􀆰 ５０９７ ０􀆰 ６４４０ ０􀆰 ９４７１ １􀆰 ００００
省区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６７７１ ３１６２ ２３２４ １１３６ １６７７１ ３１６２ ２３２４ １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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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融资约束异质性估计

资金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开展研发创新的重要动力，公司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是融

资。 当前，企业融资成本以及难度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给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创新带来较大

的阻碍。 因此，本文借鉴 Ｈａｄｌｏｃｋ 等的方法［３７］，借助 ＳＡ 指数评估上市企业的融资能力①，将测度的

ＳＡ 值按大小分成两组公司样本（融资约束较低及较高），来考察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不同融资约束民

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研发创新产生的影响。 表 ７ 报告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异质性融资约束民

营企业的估计结果。 表 ７ 中列（１）至列（２）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对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ＯＰ）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不难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制度性交

易成本的降低促进高低融资约束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企业表

现得更为明显。 表 ７ 中列（３）至列（４）是制度性交易成本（ ｓｙｓ）对民营企业创新（ ｉｎｏｖ）的异质性估计

结果。 不难发现，制度性交易成本对高融资约束民营企业研发创新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低融资

约束民营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不明显。 这是因为与低融资约束民营企业相比，高融资约束民营企业

对资金的需求更高，受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影响更大，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显著降低高融资

约束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使其获取更多的边际收益，从而更能促进高融资约束民营企业的研发

创新。

表 ７　 融资约束异质性估计结果

系统 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高融资约束 低融资约束

ＴＦＰ＿ＯＰ ＴＦＰ＿ＯＰ ｉｎｖｏ ｉｎｖｏ
ｓｙｓ －０􀆰 ６９２８∗∗∗ －０􀆰 ３４１５∗∗∗ －１􀆰 １９０５∗∗∗ －０􀆰 ０３５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８６） （０􀆰 ０７５） （０􀆰 ０９８）
ｐｃｏｎ －０􀆰 ０２０４∗∗ －０􀆰 ０３０３∗∗∗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０６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５）
ｓｈａｒｅ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０５２∗∗∗ ０􀆰 ００２４∗∗∗ ０􀆰 ００５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ｗａｙ ０􀆰 ０１５３ －０􀆰 ２６６６∗∗∗ ０􀆰 １２８９ ０􀆰 ０４０９

（０􀆰 １０７） （０􀆰 ０８１） （０􀆰 １０１） （０􀆰 １０３）
ｔｉｍｅ ０􀆰 ０４８４∗∗∗ ０􀆰 ０６８６∗∗∗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４２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８）
ｔａｘ －０􀆰 ３５５５∗∗∗ －４􀆰 ４２２８∗∗∗ －０􀆰 ０１２６ －２􀆰 ５５６８∗∗∗

（０􀆰 ０２６） （０􀆰 １８１） （０􀆰 ０３９） （０􀆰 １５２）
ｌｅｖ ０􀆰 ２３１２∗∗∗ ０􀆰 ４７５６∗∗∗ ０􀆰 ０４２７ －０􀆰 ０６５３

（０􀆰 ０７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１）
ａｓｓｅｔ －０􀆰 １６２７∗∗∗ －０􀆰 ２１１７∗∗∗ －０􀆰 ０４０６∗∗ －０􀆰 １０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ｓｉｚｅ ０􀆰 ０００７ ０􀆰 ０４７０∗∗∗ ０􀆰 ０６２１∗∗∗ －０􀆰 ００６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５） （０􀆰 ０１１）
Ｌ􀆰 ＴＦＰ＿ＯＰ ／ Ｌ􀆰 ｉｎｏｖ ０􀆰 ３５２８∗∗∗ ０􀆰 ３９７２∗∗∗ １􀆰 ０１０９∗∗∗ １􀆰 ０７８６∗∗∗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９０３１∗∗∗ ５􀆰 ２２３６∗∗∗ １􀆰 ９２４６∗∗∗ ８􀆰 ８２００∗∗∗

（０􀆰 ５１４） （０􀆰 ３６４） （０􀆰 ３８６） （０􀆰 ２５７）
ＡＲ（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３６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３２
ＡＲ（２） ０􀆰 ８７３３ ０􀆰 ３９２８ ０􀆰 １４８６ ０􀆰 １６８１
Ｓａｒｇａｎ 检验 ０􀆰 ３８５４ ０􀆰 １８１６ ０􀆰 ２９９１ ０􀆰 ４３８６
省区市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８６５ ８５２８ １４８６５ ８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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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采用随时间变化不大的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构建 ＳＡ 指数，具体计算公式：ＳＡ ＝ －０􀆰 ７３７×企业规模＋０􀆰 ０４３×企业规模２ ＋
０􀆰 ０４×企业年龄，ＳＡ 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融资约束越弱。



六、结论与启示

匹配的制度有利于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 大力发展“专精特

新”企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指数，利用民营上市企业数据和省级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 ＧＭＭ 方法实证分析了制度性交易

成本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及中介机制检验。
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我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样本考察期内总体呈现下降态势，下降

幅度为 ２３􀆰 ９１％，特别是在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即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阶段），下降幅度非常明显。 在各

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东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中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适中，其次是东北地

区，西部地区制度性交易成本最高。 二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

长，提升创新水平，从而有助于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这种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进入来

实现的。 三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对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东中部地区

的企业以及高融资约束企业促进的作用更大。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政府

职能，赋予市场主体自主权，释放制度活力，减少企业在进入市场、获取要素、寻求产权保护和法治过

程中面临的不公平的特殊制度。 为民营企业提供开放、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降低企业制度

性交易成本，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加强民营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特别是核心技术的研发，培育新

的竞争优势，推动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第二，各地区“土政策”、保护伞行为等特殊制度只适

用于当地的特定群体，企业跨区经营需要突破这种特殊制度壁垒，这使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难以在

不同区域之间自由地流动，增加了企业市场准入、流通与要素获取成本，这些都是特殊制度导致的地

区分割所引起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应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不断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使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为优越与公平公正的营商与准入环境，促使民营企业

不但可以进入市场的大门，而且可以进入产业的小门，获得制度“红利”。 第三，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阻碍了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研发创新活动，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深化金融企业改革，完
善融资支持、财税优惠等配套措施，切实降低民营企业负担，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创

新水平的提升，推动民营企业迈向“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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